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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程模型的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格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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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烷（ＣＨ４）是大气中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是仅次于二氧化碳（ＣＯ２）的温室气体。 湿地是甲烷的重要来源，在全球碳循

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排放的甲烷占所有天然甲烷排放源的 ７０％，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２４．８％。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占有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湿地。 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降水增加，该地区甲烷排放率和湿地面积都发生着巨大

变化，因此，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长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利用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模拟了青藏高

原湿地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 ＣＨ４排放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１）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速率呈逐渐增加趋势。

（２）青藏高原大多数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０—６．１３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东北部分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６．１４—２０．１９ ｇ ＣＨ４ ｍ－２

ａ－１；较高的 ＣＨ４排放速率分布于青藏高原南部湿地区域，为 ５６．１４—７４．９７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 （３）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在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分别为 ０．２１、０．２３、０．２７ 和 ０．３２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 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尽管 ＣＨ４排放速率增加，但湿地面积减少，

因此这一时期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随后由于降水增加和冰川融化，使得湿地面积逐渐增加，青藏高原

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也呈现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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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ＴＰ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ｈａ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甲烷（ＣＨ４）是大气中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被认为是仅次于二氧化碳（ＣＯ２）的温室气体。 自工业革命以

来，大气 ＣＨ４浓度增长了一倍多，其年均增幅为 ０．５％—０．８％［１］。 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在 ２１ 世纪初，大气中

甲烷浓度增长微乎其微，而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开始急剧增长，甲烷浓度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１２．５×１０－９（体
积分数）和 ９．９×１０－９（体积分数），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浓度达到 １８３４×１０－９（体积分数） ［２］。 甲烷分子具有很强的红

外线吸收能力，以单位分子数而言其增温潜势是 ＣＯ２的 ２８ 倍［３］，其浓度升高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大约在

２５％左右［４］。
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包括 ＣＨ４在内的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５］。 长期水淹的

湿地生态系统为甲烷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是甲烷的重要排放源，其甲烷排放占所有天然甲烷排放源的

７０％，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２４．８％［６］。 中国自然湿地面积 ３０４８４９ ｋｍ２，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 １０％，对全球湿

地 ＣＨ４排放的贡献是 １．２％—３．２％［７］。 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湿地位于青藏高原［８］。 在过去数千年里，由于青

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土壤有机碳分解较慢，光照条件相对较好，因此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

原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土壤碳库［９］。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降水增加，近几十年来该地区湿地面积发生了巨大

变化［５，１０⁃１２］。 因此，青藏高原甲烷排放的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年的研究大多使用站点外推法，对青

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量的估计为 ０．２２［８］—１．２５ Ｔｇ ＣＨ４ ａ－１ ［７］。
多数研究在估计 ＣＨ４排放时只考虑了温度、降水和 ＣＯ２浓度的变化，而湿地范围则使用了固定数值［１３⁃１５］。

根据模拟湿地面积的研究表明，湿地面积的变化会影响全球和区域范围甲烷的估算［１６⁃１７］。 近年的一些研究

也使用了基于遥感分类的动态湿地面积，但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如 １９９３—２００４ 年湿地数据用于估计全

球［１８］或北部高纬度地区［１９］ＣＨ４通量的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湿地数据用于估计北部泥炭地和冻土带 ＣＨ４通量

的变化［２０］，这些研究强调在季节和年际尺度上，湿地范围变化对 ＣＨ４排放估算的重要性。 Ｐａｕｄｅｌ 等试图用湿

地范围的差异来解释全球从工业化前（１８５０ 年）到现在（２００５ 年）期间的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的变化，结果发现

ＣＨ４排放量变化幅度的三分之一都由面积变化所引起，但由于缺乏完整连续的湿地分布图使得该结果仍然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进行长时间序列的研究时，要充分考虑湿地面积变化对 ＣＨ４排放量的贡献，并将

其与温度、降水、ＣＯ２浓度等气候变化因子的贡献区分开来［２１］。
过去几十年来，估计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时普遍采用以下 ３ 种方法：（１）站点通量数据的外推法， 使用实际测

量的 ＣＨ４通量和固定湿地面积计算湿地甲烷排放量；（２）自下而上的方法，基于 ＣＨ４排放及其环境控制因子，
使用过程模型估算湿地 ＣＨ４通量；（３）自上而下的方法，使用反演模型（大气反演模型、大气传输模型）估计

ＣＨ４源和汇的分布［２２⁃２３］。 自上而下的方法在进行大尺度区域模拟时，由于逆向性建模过程中可能会包含不完

整的观测结果从而造成此方法存在较大的误差［２４］。 由于区域内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第一种方法从点位数据

到区域或全球的尺度转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青藏高原气候、土壤、地形和植被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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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ＣＨ４排放也将表现出极大的空间异质性，在估计区域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时，由于尺度匹配的原因，站点外推法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过程的模型可适用于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甲烷排放估算，同时可以反映在 ＣＨ４生产和

消耗过程中土壤、植被和水文之间发生的复杂相互作用［２５］。
本研究基于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和湿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对青藏高原湿地甲烷年排

放量进行定量模拟，以此反映近 ４０ 年来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１　 方法和材料

１．１　 模型介绍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是新一代用于量化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模型，由全球植被动态模型

（ＩＢＩＳ）发展而来。 ＩＢＩＳ 模型整合了多种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包括陆面过程、冠层生理、植被物候、长期植被动

态和土壤地球生物化学 ５ 大模块［２６⁃２７］。 Ｚｈｕ 等［２８］通过将湿地水位动态过程模块整合到 ＩＢＩＳ 模型中，在添加

新的湿地植物功能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壤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土壤 ＰＨ 等因素对湿

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实现了以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基础的湿地甲烷产生、消耗及传输过程的模拟（图 １） ［２９］。
经验证，模型能够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对全球湿地 ＣＨ４排放进行定量模拟［１５］。

图 １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甲烷排放模块的基本结构框架［２９］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ｆｏｒ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９］

１．２　 研究区域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地势高、地形特殊，形成了独特的高原气候。 该地区气候总体特点：辐射

强烈，日照多，气温低，积温少，气温日较差大，大部分地区最暖月均温在 １５℃以下；降水少，地域差异大，年降

水量 ４００ ｍｍ 左右。 近年来，由于气候因素和实验条件的限制，现有对该地区湿地甲烷排放的研究存在时间

和空间的局限。 因此，要准确估计该地区湿地甲烷排放格局，不同湿地区域甲烷排放速率和湿地分布面积的

长期变化尤为重要。
本研究通过收集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观测数据，对模型敏感参数进行率定和校正。 相关观测数据站点

分布如图 ２ 所示：包括海北湿地（３７°３５′Ｎ，１０１°２０′Ｅ）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若尔盖高原（３３°３５′Ｎ，１０２°５８′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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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青藏高原湿地甲烷观测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湿地分布底图为 ２００８ 年中国湿地地图［１１］

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泥炭地分布区；纳
木错（３０°３３′Ｎ，９０°４０′Ｅ）和当雄（３０°２９′Ｎ，９１°０６′Ｅ）地
处西藏中部，昼夜温差大，多大风；风火山（３４°４３′Ｎ，９２°
５３′Ｅ）气候酷寒，生境潮湿，山麓周围全是多年不化的

永冻层；花石峡（３５°３９′Ｎ，９８°４８′Ｅ）位于青海省玛多县

东北部。 站点的具体信息包括经纬度、海拔、年平均气

温、年平均降水、甲烷通量的测量时间、测量方法及平均

甲烷通量见表 １。
１．３　 模型驱动数据

模型所需的驱动数据主要有气象数据和湿地分布

数据。 气象数据包括 １９５１—２０１７ 年青藏高原逐日的气

温、降水、风速、相对湿度等，分辨率为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根据中国标准气象站点日气象数据（共 ７５６ 个站点），
利用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方法进行插值得到全国分辨率 １０ ｋｍ×
１０ ｋｍ 的空间分布日气象数据，在此基础上将青藏高原

部分提取出来，以此数据驱动模型模拟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通量。 湿地数据有两套，其中一套由 Ｎｉｕ 等［１１］以全

国陆地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完成的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８ 年 ４ 期动态湿地地图，代表了中国湿

地动态的最新研究进展，分辨率为 １ ｋｍ×１ ｋｍ；另一套是由欧洲航天局（ＥＳＡ）制作的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全球土地

覆盖数据库，分辨率为 ３００ ｍ×３００ ｍ。 将两套湿地分布数据分辨率统一到模型模拟的分辨率（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并计算该分辨率下每个栅格的湿地面积占比和每个栅格的湿地面积。 根据上述数据估算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通量及年排放总量。

表 １　 青藏高原 ＣＨ４通量观测站点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ｏ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站点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 Ｎ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 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年平均气温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年平均降水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测量方法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测量时间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通量 ＣＨ４ ｆｌｕｘ ／
（ｍｇ ｍ－２ 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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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模型参数校正

　 　 根据 Ｚｈｕ 等的研究表明， 模型在模拟湿地甲烷排放时有两个敏感参数，包括土壤异养呼吸中 ＣＨ４与 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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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比例（ｒ）和甲烷产生的温度控制参数（Ｑ１０Ｐ） ［２９］。 因此，基于 ６ 个观测站点收集的实测数据，我们对这两

个敏感参数进行校正，并计算包括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决定系数（Ｒ２），符合指数（Ｄ）在内的指标来进行评

估。 其中 Ｄ 值范围在 ０ 到 １ 之间，当 Ｄ 值越接近于 １ 说明模拟值与测量值吻合程度越高，越接近于 ０ 说明模

拟值与测量值吻合程度越低。
图 ３ 表示各站点 ＣＨ４通量实测值和模拟值的对比情况，结果显示各站点不同阶段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达

到较好吻合。 海北湿地，计算得知模拟值与 Ｊｉｎ 等［３１］ 的实测值吻合更好（ＲＭＳＥ ＝ ０．０６，Ｒ２ ＝ ０．７２，Ｄ ＝ ０．７４）。
若尔盖高原站点，计算得知模拟值与 Ｄｉｎｇ 等［３３］的实测值吻合程度更好（ＲＭＳＥ＝ ０．０４，Ｒ２ ＝ ０．３８，Ｄ＝ ０．７６）。 纳

木错站点的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达到很好的吻合（ＲＭＳＥ ＝ ０．０１，Ｒ２ ＝ ０．５０，Ｄ ＝ ０．７８），其中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更好，２０１３ 年实测值整体较小。 当雄站点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ＲＭＳＥ ＝ ０．０７，
Ｒ２ ＝ ０．９０，Ｄ＝ ０．９０），但由于实测数据较少吻合程度计算可能会有所偏差。 图 ３ 柱状图表示青藏高原所有站点

测量时间内的平均实测值与模型同一时期平均模拟值的比较，也显示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达到较好吻合

（ＲＭＳＥ＝ ０．４７，Ｒ２ ＝ ０．９２，Ｄ＝ ０．９６）。 由于风火山和花石峡两个站点缺乏连续的 ＣＨ４通量实测值，因此在确定

两站点参数时以测量时间内的平均 ＣＨ４通量为准。
表 ２ 表示各站点模型敏感参数 ｒ 和 Ｑ１０Ｐ 校正后的标定值及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 ｒ 取值在 ０．１０—

０．３５之间，平均值为 ０．２１；Ｑ１０Ｐ 取值在 ２．００—３．００ 之间，平均值为 ２．８０。 与 Ｚｈｕ 等校正的青藏高原的两个敏感

参数（ ｒ＝ ０．２１，Ｑ１０Ｐ＝ ３．００）接近［２９］。 从总体上来看，模型对各个站点的湿地甲烷通量的模拟取得了合理的

效果。

表 ２　 参数 ｒ和 Ｑ１０Ｐ 标定值及模型性能的评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ｒ ａｎｄ Ｑ１０Ｐ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站点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年平均气温 ／ ℃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异养呼吸中
ＣＨ４与 ＣＯ２

释放比例
ｒ（ＣＨ４ ／ ＣＯ２）

温度控制参数
Ｑ１０Ｐ

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

决定系数

Ｒ２
符合指数

Ｄ

海北 Ｈａｉｂｅｉ ３２５０ －２ ０．３５ ２．００ ０．０６ ０．７２ ０．７４

若尔盖 Ｚｏｉｇｅ ３４３０ １ ０．２８ ２．５０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７６

纳木错 Ｎａｍ ｃｏ ４７５８ －０．６ ０．１０ ３．５０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７８

当雄 Ｄａｎｇｘｉｏｎｇ ４３２０ １．５ ０．１８ ２．８０ ０．０７ ０．９０ ０．９０

花石峡 Ｈｕａｓｈｉｘｉａ ４４００ －５．４ ０．１５ ３．００ — — —

风火山 Ｆｅｎｇｈｕｏｓｈａｎ ４７７８ －５．３ ０．２０ ３．００ — — —

总体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 — — ０．４７ ０．９２ ０．９６

为了对整个青藏高原湿地区的甲烷通量进行模拟，基于站点校正结果，对校正之后的站点参数与站点温

度、降水和海拔等因子间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整个青藏高原湿地区这两个参数经验性分布（图 ４）。 参数 ｒ 按
照海拔梯度分为 ３ 个区间，每个区间取对应站点参数的平均值（表 ２）：３５００ ｍ 以下，ｒ ＝ ０．３１５；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ｍ，
ｒ＝ ０．１６５；４５００ ｍ 以上，ｒ＝ ０．１５０。 参数 Ｑ１０Ｐ 按照年均温分为 ２ 个区间（表 ２）：０℃以上，Ｑ１０Ｐ ＝ ２．６５；０℃以下，
Ｑ１０Ｐ＝ ２．７５。
２．２　 青藏高原甲烷排放的模拟

基于站点参数校正过程得到的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敏感参数分布和湿地分布数据，利用 ＴＲＩＰＬＥＸ⁃
ＧＨＧ 模型对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进行了模拟。 模拟结果表明由不同的湿地数据所估算的 ＣＨ４排放之间存

在较大差异。
根据 Ｎｉｕ 等［１１］的湿地数据模拟出 ＣＨ４排放量范围为 ０．２１—０．３２ Ｔｇ ＣＨ４ ａ－１，根据 ＥＳＡ 湿地数据模拟出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 ＣＨ４排放量范围为 ０．０８—０．１４ Ｔｇ ＣＨ４ ａ－１（表 ３）。 根据之前的研究（表 ３）发现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

放量为 ０．０６—２．４７ Ｔｇ ＣＨ４ ａ－１，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处于这一范围内。 Ｊｉｎ 等［３８］ 对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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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青藏高原湿地甲烷通量实测值与模型模拟值的比较［８，３０⁃３１，３３⁃４１］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８，３０⁃３１，３３⁃４１］

研究最早，范围是 ０．７—０．９ Ｔｇ ＣＨ４ａ
－１；Ｘｕ 等［４３］用 ＴＥＭ 模型对青藏高原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ＣＨ４排放量估计为２．４７

Ｔｇ ＣＨ４ ａ－１，是研究中最大的估计值；Ｘｕ 和 Ｔｉａｎ［４４］对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的估计为 ０．０６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相对于其

他人的研究较小；Ｄｉｎｇ 等［３３］和 Ｃｈｅｎ 等［７］对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的估计都是基于对若尔盖站点通量的测量，
但两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分别为 ０．５６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和 １．４９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Ｗｅｉ 等［８］通过对纳木错和当雄两个站

点 ＣＨ４通量的测量计算出整个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为 ０．２２—０．４１ Ｔｇ ＣＨ４ ａ－１，而通过 ＬＰＪ 模型模拟出青

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为 ０．９６ Ｔｇ ＣＨ４ ａ－１ ［４５］；Ｊｉｎ 等［３１］通过 ＴＥＭ 模型模拟出青藏高原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 ＣＨ４排放量

为 ０．９５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而 Ｌｉ 等［４１］通过 ＴＥＭ 模型对同一时期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的估计值为 ０．２２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表
现出较大差别，这主要是由于 Ｌｉ 研究中的湿地面积为 ３．３３×１０４ ｋｍ２，而 Ｊｉｎ 研究中的湿地面积为 １３． ４ ×
１０４ 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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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青藏高原模型敏感参数的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底图为 ２００８ 年湿地分布地图［１１］

表 ３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模拟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范围）及与其他研究结果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ｙ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时间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年排放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ｇ ＣＨ４ ａ－１）

湿地面积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通量
ＣＨ４ ｆｌｕｘ ／

（ｍｇ ｍ－２ 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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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显示了 ２００８ 年青藏高原 ＣＨ４通量和排放量分布情况，分辨率为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由于湿地分布的不

同导致 ＣＨ４排放速率的分布也存在较小差异，青藏高原西部大多数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小于东部，且大多

数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０—６．１３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东北部分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６．１４—２０．１９ ｇ ＣＨ４ ｍ－２

ａ－１；较高的 ＣＨ４排放速率分布于青藏高原南部湿地区域，为 ５６．１４—７４．９７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 ＣＨ４排放量分布格局

显示，整体来看，由牛振国湿地分布数据估算的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分布区域较欧洲航天局的分布区域广。
２．３　 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的动态

气温和降水是影响湿地分布的主要因素［１１］。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年平均气温还是年平均降水量，自
１９７８ 年至今，青藏高原区域都呈现出增加趋势（图 ６）。 Ｎｉｕ 等［１１］的湿地数据表明湿地面积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１９９０
年表现为减少趋势，由 １０．０４×１０４ ｋｍ２减少为 ９．５４×１０４ ｋｍ２，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湿地面积由 １０．０５×１０４ ｋｍ２增加

至 １０．２８×１０４ ｋｍ２，ＥＳＡ 的湿地数据表明 １９９０ 年后湿地面积也呈现增加趋势。 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通量也表现

出增加趋势，且两套湿地数据估算的通量结果较为接近，处于同一范围内（图 ７）。 根据牛振国湿地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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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８ 年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通量与排放量分布

Ｆｉｇ．５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２００８

出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ＣＨ４排放量分别为 ０．２１、０．２３、０．２７ 和 ０．３２ Ｔｇ ＣＨ４ ａ－１；欧洲航天局湿地数据

估算 ＣＨ４排放量从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逐渐增加（图 ７）。 结合两套排放量数据可以看出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 ＣＨ４排

放量增加缓慢，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从 １９９０ 年至今，ＣＨ４排放量呈增加趋势（图 ７）。

３　 讨论

湿地甲烷排放总量的估算差异可归因于甲烷排放速率和湿地分布两方面，两者的差异均会影响湿地甲烷

年排放总量的估算。 在站点外推的方法中，由于研究者测量 ＣＨ４通量时大都选取生长季节进行测量，对全年

ＣＨ４通量存在高估，且测量的时空覆盖范围有限，因此从点测量到区域尺度转换方面可能并不可靠。 在模型

模拟方法中，ＴＥＭ 模型、ＬＰＪ⁃ＷＨｙＭｅ 模型、ＤＬＥＭ 模型和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均耦合了水文模块和甲烷动态模块

（甲烷产生、氧化、传输），可定量模拟湿地甲烷的排放。 但各个模型在模型结构不同，对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

因子的模拟或假设也有所区别，所使用的 ＣＨ４产生、氧化、传输和排放等过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模型复杂

程度和所强调的功能有一定差异，从而会使得 ＣＨ４排放的速率的计算产生一定差别，从而影响 ＣＨ４排放总量

的估算。 其中，ＬＰＪ⁃ＷＨｙＭｅ 模型明确描述了湿地水文过程，包括积雪堆积、融化、冻土活动层深度动态等，比
ＴＥＭ 模型更能准确反映甲烷过程；ＤＬＥＭ 模型由生物物理模块、植物生理模块、土壤生物地球化学、植被动态

模块、土地利用与人类管理 ５ 大模块组成，可更好适应于发生较大人为干扰的区域；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充分

考虑了水位变化和土壤异养呼吸速率、土壤温度、ｐＨ、土壤氧化还原电势等对甲烷排放的影响，能够更加准确

的模拟湿地甲烷排放。 同时，同一模型参数校正时，由于选取实测站点、测量时间和实测 ＣＨ４通量的不同都会

使校正后参数集存在差异（如 Ｊｉｎ［３１］等的研究中选取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海北站的实测数据进行 ＴＥＭ 模型参数

的校正，而 Ｌｉ 等［４１］的研究选取了 ２００１ 年 ５—９ 月若尔盖站点和 ２０１１ 年海北站点的实测数据进行 ＴＥＭ 模型

参数的校正）。 上述因素都会造成模型甲烷排放速率的不同。
湿地面积对 ＣＨ４排放量的估计至关重要，根据已有湿地数据表示，青藏高原湿地面积的估算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估算值处于 ３．２×１０４ ｋｍ２到 １８．８×１０４ ｋｍ２之间（表 ３）。 Ｘｕ 等［４３］和 Ｃｈｅｎ 等［７］使用了全球湖泊和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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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气候变化及其所引起的湿地面积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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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青藏高原甲烷通量及甲烷排放量

Ｆｉｇ．７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地数据集（ＧＬＷＤ），这套数据对湿地范围存在高估，这可能是其结果过高的原因；一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湿地面

积为调查得到的固定湿地面积，这种方式存在较大人为因素的影响［３３，３８，４２］；Ｊｉｎ 等［３１］ 的研究中利用土壤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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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对青藏高原的湿地面积进行了估算。 本研究中的湿地数据是基于遥感制图的两套数据，比较发现牛振国

的湿地面积明显较大，造成湿地面积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欧洲航天局的湿地数据中未包含苔藓沼泽，这也正是

基于这两套湿地数据估算 ＣＨ４排放差异产生的原因。 同样使用遥感数据的还有 Ｗｅｉ 等［４５］ 及 Ｘｕ 等［４４］，由于

所使用的遥感数据对湿地定义的不同，造成这一数据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Ｘｕ 和 Ｔｉａｎ 使用的湿地数据不

包括盐化沼泽，因此其研究中湿地面积较小。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对青藏高原湿地甲烷排放观测较为集中的站点，这些站点的海拔、地理位置、实

测 ＣＨ４通量、测量时间等因素都有较大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湿地特征，以保证模型参数校正的合理性，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青藏高原的敏感参数分布集，使得模型模拟的参数集更具代表性。 与其他模型研究相比，
本文研究结果虽处于一个合理范围内，但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１）模型自身结构差异的影响。 ＴＲＩＰＬＥＸ⁃
ＧＨＧ 模型中通过土壤温度和土壤水相态的改变来体现冻融过程，对湿地甲烷排放过程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冻

融过程对湿地甲烷排放影响的机理较为复杂，模型不能完全反映青藏高原春夏之交冻融阶段湿地甲烷排放格

局［１５］，使得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２）其他基于过程模型的研究在进行模型参数校正时，大都选用海北和若

尔盖站点的实测值［３１，４１］，然而这两个站点的实测值较青藏高原其他站点高，校正后的参数集对于整个青藏高

原并不一定完全合适；（３）不同研究所选用的湿地数据集不同，造成模型结果对比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估计了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青藏高原的 ＣＨ４通量并认为气候变化是影响 ＣＨ４通量的主要因素［４４］。

Ｚｈｕ 等［４６］的研究表明土壤温度和水位深度对 ＣＨ４排放有着显著正相关，而土壤温度受气温控制，水位深度受

降水控制。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湿地面积和 ＣＨ４通量。 首先气温升高促使甲烷排放速率增

加，降水增加则促使湿地扩张，但气温的升高同样会引起湿地水分蒸发加快，使湿地收缩；对于有冰川和积雪

覆盖的区域，气温升高引起融水增加，湿地面积扩大。 因此气温变化对不同区域的湿地具有不同的影响结果。
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 ＣＨ４通量随气温和降水增加而逐渐升高，但同期湿地面积却呈现收缩趋势，通量的增加几乎

弥补了湿地面积减小所带来的影响，因此 ＣＨ４排放量没有明显变化；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ＣＨ４通量和湿地面积都逐

渐增加，因此 ＣＨ４排放量也呈增加趋势。 根据相关研究分析认为，１９９０ 年前的湿地萎缩大都发生在未有冰川

覆盖的湿地上，随着气温增加蒸发加快，降水无法弥补蒸发量引起湿地面积减少；在此之后随着温度持续升

高，冰川覆盖湿地的冰川融化，降水增多使得湿地面积增加［１１］。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 ＴＲＩＰＬＥＸ⁃ＧＨＧ 模型结合最新观测资料、高分辨率气象数据和最新进展的动态湿地图，探讨

了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时间和空间格局。 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对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模拟取得了

合理效果。 气候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 ＣＨ４通量，在气温逐渐升高的影响下，近 ４０ 年来湿地 ＣＨ４通量呈增加

趋势。 青藏高原大多数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０—６．１３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东北部分湿地区域 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６．１４—２０．１９ ｇ ＣＨ４ ｍ－２ａ－１；较高的 ＣＨ４排放速率分布于青藏高原南部湿地区域，最高可达 ７４．９７ ｇ ＣＨ４ ｍ
－２ａ－１。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湿地面积呈收缩趋势，因此这一阶段 ＣＨ４排放量为 ０．２１—０．２３ Ｔｇ ＣＨ４ ａ－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由于持续的降水增加和冰川融化，湿地面积呈扩张趋势，使青藏高原 ＣＨ４排放量呈逐渐增加趋

势，为 ０．２７—０．３２ Ｔｇ ＣＨ４ ａ
－１。 这项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湿地变化均会引起湿地甲烷排放量的变化，但目前对

湿地类型缺乏明确定义，现有的湿地地图存在一定缺陷，因此今后在估计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年际变化时，准确的

湿地制图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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